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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举 制 与 基 层 治 理

科举制度不仅在隋唐以降重新整合了

政治权力结构，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

变化，尤其体现在基层社会运转上。

在基层治理方面，科举制推动形成官

不下县、官绅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在中

央集权制度下，统治阶级通过郡县制和编

户齐民，把全社会的官和民都统管起来。

在编户齐民下，以男耕女织得以维系的一

家一户成为社会细胞，是传统社会及其经

济组织的最基本单位。一家一户在组织形

式上十分松散，在经济方式上十分简单，

这种小农经济与中央集权制度所要求的政

令畅通、上下一致的政治特性发生了矛

盾。这一矛盾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后

来，统治阶级逐渐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

办法，就是利用长期存续的宗族组织和人

所共知的祖先崇拜观念，把一家一户组织

起来，就好像用一条线把众多的铜钱串起

来 一 样 。 在 这 其 中 ， 科 举 制 度 发 挥 了

作用。

科举制度鼓励百姓读书做官，使天下

人通过读书习君臣之理，学治国之道，行

忠孝之德。统治阶级给做官者以种种特

权，这既符合等级社会的观念，也提高了

官员的权威和做官的吸引力。个人做官，

宗族荣光且受益，于是各宗族为了光大门

庭，就大力提倡子弟读书。这些读书人出

仕之前，可以影响族人和乡里，科甲及第

后，则受事管理百姓。而久考不中的秀

才，则因享有平民所没有的见县官不跪、

免除差徭、因公事可禀见县官等特权，往

往成为宗族的族长。未考中的读书人和返

乡的退休官员逐渐形成了士绅阶层，并在

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士绅阶层不仅大多掌

握着宗族的人权和财权，在本宗族起着决

定性作用，而且在地方拥有很大的号召

力，成为影响乡村百姓思想和生活的重要

力量。

日益发达的士绅阶层的长期存续，为

县以下的官绅共治提供了可能。从利害上

讲，由于统治阶级长期实行官不下县，县

以下没有朝廷命官，所以县官就必须要借

助士绅并通过宗族组织把百姓管理起来。

而士绅及其所代表的宗族更是需要依靠县

官来提高本人和本宗族的政治地位，获取

旌表、奖励等政治荣誉和其他利益，因而

必然要服从并维护县官的管理和执政。从

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讲，因为官绅同

源，都是读书人，读的又都是同样的四书

五经等儒家经典，都认同一样的价值观，

具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有了以上两

条，就自然形成官绅共治的基层管理格

局。官绅共治是一种有温度的管理办法。

它的基本精神有：主张以德治家、以德润

身、以和为贵、人和人有了矛盾要首先商

量着办；处理问题和矛盾按照“天理、国

法、人情”三条而折中以断。

在科举的激励和刺激下，社会上的读

书人大量增加。大量增加的读书人，既可

应举，也可为师，因而既是文化普及的表

现，又会促进文化的进一步普及，从宋朝

开始的蒙学和书院的大兴就是明证。在蒙

学方面，一直到明清还在使用的蒙学教

材 “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千家诗》） 中，有两种就是由

宋人编纂的，并在宋朝广为流行。最早的

书院始于唐代，本是私人读书讲学的地

方，到宋代，发展为聚徒讲学和学术研究

的所在，最为著名的有所谓六大书院，其

中，闻名于世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一

直弦歌至今。到清朝，全国的书院达到两

千多所，几乎每个县都建有书院。各级各

类学校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普及，提高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科举不仅促进了文化普及，还推动了

文化的繁荣。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

珠，唐诗宋词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科举是

有关系的。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

进士”的谚语。它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科

举考试科目中，以进士科最难考取，也最

为贵重，非在诗赋方面有很深造诣者难以

考取。直到明朝，人们还一直认为“唐以

诗取士，故诗盛”。科举还推动了儒家思

想的飞跃，促进了道学的诞生和成熟。我

们可以看到，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中

过进士，如张载、程颢、王安石、朱熹、

陆九渊等，而心学的集大成者、明代的王

守仁也是进士。

文化普及和繁荣的过程，同时也是弘

扬主流道德的过程。其中，尊师重教和重

视读书成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念，耕读传家的思想久传不衰、深入人

心，至今我们还能从不少古宅中看到“耕

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楹联。儒

家思想中所倡导的孝顺父母、敬爱老人、

以和为贵、勤俭持家、读书明理等内容被

宗族组织自觉纳入族约、族规、族训之

中，成为人人应该遵守的人间正道。以上

所举，都逐渐被百姓所接受和认同，并成

为中华民族家风家教和良好社会风尚的重

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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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宋朝与海外国家和

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在唐中

期前，陆上丝绸之路曾是中国对外经贸文化

往来的主通道。但是，到了唐末期，由于安

史之乱与经济中心南移等原因，促使海上丝

绸之路逐渐兴起。北宋时期，北方有辽国、

西北有西夏。南宋时期，北方有金国对峙，

朝廷偏安江南。由于长期受辽、金、西夏、

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威胁，导致陆上丝绸

之路受阻，宋朝不得不重视和发展海外贸

易。因此，自北宋以来，陆上丝绸之路贸易

开始向海上转移，海上丝绸之路顺理成章地

成为宋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新通道。两宋

时期，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促进海上丝

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宋代造船技术

宋代造船技术位于世界前列。造船工艺

的进步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宋

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造船业长期以来都较为发达，而宋

代造船业可谓是中国古代造船史中的高峰。

宋代造船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三大造船

中心为泉州、广州和明州。北宋官营船场主

要生产纲船、座船、战船、马船等，例如北

宋真宗末年，纲船产量就达到了近三千艘，

产量十分惊人。南宋时期，私营船场较为发

达，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船舶。先进的造船

技术助力宋代船舶遨游在宽广的海洋上，成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

从造船方法看，宋代船舶使用最先进的

船模放样，选用材料优异，制造技术精湛，

船身结构合理，船体坚牢耐用，能建造多层

船壳板、桐油加铁钉、高强度水密隔舱、可

倒桅杆、平衡舵、坚固桅座等。宋代船舶具

有载重大，速度快，船身稳，抗风浪等优

点。相对而言，宋船能够更安全地驰骋于海

上。宋代造船技术，在规模和制作工艺上均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造

船业。1987 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

一号”沉船，就是宋代先进造船技术的有力

证明。

宋代航海技术

宋代航海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

到了一个新阶段。宋船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

先进的航海设备，如罗盘针、转轴、避水舱

等。经验丰富的海员通过信风、洋流、牵星

术 （即天文航海术） 来判断天气和潮汛，以

此决定出海或是返航，通过罗盘导航、针路

图、更路簿等航海技术以记录航线、计算航

程，这些都奠定了坚实的航海技术保障。

在海上航行中，辨别方向至关重要，而

指南工具是航行安全的基础。如 《萍洲可

谈》 记载，宋代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

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代航海指南技术

的发展体现在对指南工具的掌握，主要表现

为两点：人工磁体代替了天然磁体，磁针代

替了磁勺。彼时的海船已普遍使用罗盘指南

针代替“指南车”。宋代磁针罗盘定方位的方

法有“碗唇法”“缕悬法”“指甲法”“水浮

法”等，罗盘指南针在航海导航中测定方位

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熟练掌握航海工具和

天文水文知识等，宋代的导航技术大幅进

步，不仅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而且促进了

宋代航海史的发展。可以说，航海技术的进

步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开阔了海上航行的视野，推动了海外贸易的

兴盛。

宋船远航能力

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是宋代海上

丝绸之路远航能力的象征。宋代凭借着优质

的海船、成熟的航海技术使远航能力获得提

升，当时的南洋和印度洋上往来驰骋的几乎

都是宋船，蕃商也愿意乘坐更安全可靠的宋

船。宋代海船已能远航到地中海乃至东非。

如今，非洲东部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

等地多次出土宋钱。同时，宋代海上丝绸之

路航海区域广大，不但近海航行繁荣，而且

远洋航行也很发达。近海航行主要驶向朝鲜

半岛高丽、日本、澎湖列岛等地区。远洋航

行可以到达整个南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

区域，主要包括马六甲海峡以东航区、马六

甲海峡以西与孟加拉湾航区、阿拉伯海与波

斯湾航区、非洲东部沿海与地中海航区。

另外，远洋贸易需要装载能力更强大的

船舶。宋代大型海船，如“神舟”“木兰舟”

“万斛之舟”增加了远洋船舶的装载容量，意

味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量与效率的大幅提

高。《梦粱录》 记载当时的海商之船大小不

等，大船载重有五千料，可以装载五六百

人；中船载重三千料至一千料，可以装载二

三百人。洪迈在 《容斋随笔》 中也提到“南

人有万斛之舟”，可见宋代海船的装载能力。

宋代市舶贸易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离不开和平稳

定的外交方针及有利往来的贸易政策。相对

于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宋朝

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较为和睦稳定。宋

代发展海外贸易，既有一定的历史地理原

因，也与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有关。宋廷

面对内忧外患，为了维护政局稳定、发展国

内经济，积极对外开放，支持海上贸易，制

定了促进航海贸易的经济政策。对于出口贸

易，政府鼓励海商到海外贸易。同时，宋高

宗提出要“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支持进口

贸易，由此发展出宋代的市舶贸易。宋代出

口商品以瓷器为主，进口商品以香药为主，

故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或

“香药之路”。

宋代初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以朝贡贸

易为主，后转化升级为市舶贸易。最初，对

于朝贡贸易中，各国贡使的贡物，宋朝政府

以“博买”的方式收购，以“给赐”“加赐”

等方式作为额外回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

易的发展，朝廷转向重视较为公平合理的市

舶贸易，扩大双方贸易范围。宋朝在各地设

置市舶司、市舶务，以便管理市舶贸易。北

宋初期朝廷遣使海外诸国“勾招进奉”，邀请

外国人来经商。北宋开宝四年，就已设置

“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法令、税

收等事务。宋神宗元丰年间，制定 《广州市

舶条法》，设“提举市舶司”，置提举官，负

责管理港口通商、监管查私、征收关税，史

称“元丰法”。到了南宋，市舶贸易步入快速

发展阶段，港口繁荣，贸易增加。当时，宋

代外国商人聚居的场所被称为“蕃坊”或

“蕃巷”，设置“蕃长”来管理“蕃坊”公

事，拥有行政、招商以及司法之职责，还设

有“蕃市”“蕃学”等配套设施。宋代市舶贸

易港口主要有广州、泉州、明州和杭州，市

舶贸易对沿海港口的地位与职责、航海路线

以及诸蕃通商等有完整的管理制度，特别是

在“元丰法”实施后，“提举市舶司”成为名

副其实的“海关”。

综上所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当

时的中国大陆与海外世界的桥梁纽带。宋代

继承了唐代以来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远

航能力，在此基础上又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在朝廷宽松的政策支持下，官民积极参与拓

展宋代市舶贸易，将中国优质商品通过海上

丝绸之路销往海外国家和地区，受到当地人

民的普遍欢迎。宋代积极发展和鼓励市舶贸

易使国内经济社会得到繁荣，同时也对海外

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所体现的航海

技术、航海水平与航海精神，展现出中国古

代海洋文明的辉煌。

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仰韶文化

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致贺

信。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国

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意义。100 年的中国

现代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揭开了

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增强了

历史信度”，理清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

络”；“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

景”，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而

且，中国现代考古学还用更多的实物资料证

明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1921 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

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1926 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

西阴村遗址。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进

行了为期 10 年的科学发掘。这些标志了中

国人自己主持现代考古学的开始。 100 年

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

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考古学区系

类型说与考古学聚落形态说的广泛实践与理

论总结，都标志着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已初

步形成。考古学家们已就此做了很好的

总结。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

甲骨文、甘肃敦煌经卷、西北汉晋简牍的发

现，引起了一批著名学者的高度重视。1917

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发表了他著名的论

文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该文用甲

骨卜辞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记世系基

本可靠，又纠正了其中个别世系的错误，还

补充了缺漏的世系。1925 年，王国维先生

应聘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作的第一场

学术演讲便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

之学问》，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

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同年，他编上课讲

义 《古史新证》，又提出他著名的“二重证

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

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

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

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

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

日始得为之。

时隔 5 年，到了 1930 年，清华国学研究

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先生在给他的学生陈

垣所作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进一步强调

了考古材料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时代

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

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

潮流。

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

门窗，让我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具体生动的

古代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学新图景，改变了一

系列传统的观念。100 年来的考古发现与考

古研究，不仅促进了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

进步，而且也带动了中国古史学、语言学、

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大发展。

历史学方面。考古学从时间上打破了

历史学上的“上古无史论”片面认识，建

立起了绵延发展、从未中断的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史。考古学又从空间上改变了“中

原文化一元论”的传统观念，展示了中华

文明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多

个区域同时独立并起，犹如满天星斗的灿

烂图景。不仅如此，考古学还为我们揭示

了中华文明从五千多年前起源后，在五帝

时代表现为“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夏商周

表现为“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秦汉以后表

现为“多元一统”发展格局的总趋势。正是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在本科教学中深切地

感受到“中国通史”必须重新改写了。

文字学方面。考古学揭开了 《说文解

字》以前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商周青铜铭

文、商周甲骨文、夏商以前直至五帝时代的

玉器刻文、陶器刻文。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

认识到了汉字从五帝时代萌芽、夏商发展、

商周成熟、周秦转化的发展脉络，而且还让

我们看到了汉字系统以外的东夷古文字、巴

蜀古文字的实物片段。从学科角度看，考古

学使传统的“ 《说文》 学”、“小学”发展

出了新时代的“甲骨学”“金文学”“简帛

学”以及“战国文字”等新分支。

文学方面。考古学提供的地下文学文

本，不仅可以解释地上传世文学文本的一

些疑难问题，而且还揭开了许多前所未有

的文学新现象。如，“志怪小说”在先秦时

期已经产生，而不是以往文学史教材所说

的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橘颂体”“发问

体”在屈原之前已经出现，并盛行于战国

时代，而不是既有文学史教材所说的为屈

原所独创；周秦汉魏时期在社会底层曾经

盛行过“民间俗体赋”，与汉代“贵族文人

赋”并行发展，而以前文学史教材对俗体

赋却是茫然不知。又如，现行流传 《诗

经》 只是孔子整理的一种删节本，在西周

时期“诗”的面貌更丰富，数量更多，流

传系统更复杂；《九歌》 也并非屈原仅仅对

长江流域楚地民歌的加工整理，而是屈原

对黄河流域东夷部族、华夏部族与长江流

域楚部族及土著部族等众多远古部族史

诗、颂诗的传承整理、加工润色，再附以

自己的创作综合而成。总之，考古学颠覆

了许多古代文学史的传统认识。

文献学方面。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甲骨

文、青铜铭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

为我们全面整理研究先秦秦汉文献典籍开创

了新局面。利用这些出土文字资料、文本资

料，我们可以辨别古书的真伪与成书年代，

梳理古书的源流与体例，校勘传世文献的错

误，填补传世文献的空白。一个“重建中国

古典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考 古 学 对 文 史 学 科 的 推 动 是 多 方 面

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事实证明，凡是

有理想有抱负，而且能作出重要成就的文

史学者，都高度重视考古发掘新材料，紧

跟考古学的步伐。上个世纪，一代又一代

从事先秦文史的大家名师，都极其重视考

古。他们从方法论到学科建设，都为我们

开拓了新境界，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

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2020 年，教育部发布了 《新文科建设

宣言》，其宗旨就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推

动中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举

措就是，加强多学科交叉，推动人文学科

融通发展。我们相信，中国考古学必将在

其中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

□ 江林昌

百年考古带动人文学科发展

从考古看文明

“南海一号”船模


